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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類型學對談 *

A dialogue on Linguistic Typology

◎ 吳  桐、陳  榕

提   要：倘若以 Greenberg（1963）為現代語言類型學的開端，現代語言類型學的研究已走過

了近 60 年。語言類型學在今天的語言研究中早已不是新鮮的術語，不僅如此，語言類型學融

入了不同理論框架的語言研究中，甚至是不同研究陣營的功能主義語言學與生成語法。本文為

兩位不同研究背景的語言工作者對於語言類型學是怎樣一門研究的談話錄，旨在展示不同的研

究範式下如何理解語言類型學。

關鍵詞：語言類型學；功能語言學；生成語法

Key words:   Linguistic Typology; Functional Linguistics; Generative Grammar

一、前言：緣起

本文緣起於相關學者在社交平臺上的學術群的

討論，由於問題有趣，群友們希望整理記錄發表。

本文兩位作者吳桐（下文簡稱吳）和陳榕（下文簡

稱陳）對類型學都執著熱情，分別來自生成語法和格

林伯格式類型學（Greenbergian typology、worldwide 

typology），但各自的研究領域又有交叉之處，希望

本文討論能夠為感興趣的讀者帶來一些啟示，並能

夠就相關問題解惑。

本文按以下話題展開

1. 何為語言類型學？

2. 語言類型學為何是可能的？

3. 何為可比概念？

4. 語言類型學有哪些主要的研究方法？

5. 語言類型學研究的現狀和發展趨勢是什麼？

                                                       

* 本文為兩位作者共同寫作完成，排名不分先後。感謝吳建明教授作為主持人，為本文統籌及各個階段

提出的寶貴意見。感謝《澳門語言學刊》編輯及評審專家的修改意見。任何遺漏及問題皆為兩位作者的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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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話題 1：何為語言類型學

陳：在目前可考的文獻中，“類型學”這一術

語最早可追溯至 19 世紀末德國著名語言學家、漢學

家馮 • 德 • 甲柏連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的

著作《語言學》（die Sprachwissenshaft），專門用

來稱呼“語言的（形態）分類”這一語言研究的分支。

而在 Marouzeau（1931）的語言學術語詞典中，“類

型學”被定義為“將語言的特徵從歷史中剝離出來

的語言研究”，並不涉及當今普遍認為的“分類與

比較”，因此，在展開談論之前應當首先明確“語

言類型學”的定義是什麼。

吳：的確有必要。或許我們可以大致將語言

類型學看作是針對語言中結構類型的分類研究，或

者更確切地說，是根據結構特徵對語言進行非發

生學的、與語言系屬無關的分類（Whaley 1997，

Croft 2003），同時也是發現語言共性的首要方法

（Hengeveld 2006：46）。

陳：您的定義非常具有代表性，指出了現代語

言類型學的兩個定義性特徵，一是對語言結構的跨

語言比較 ，二是對於跨語言共性的追求。不過對

於類型學研究大致還存在三種理解。一種理解將它

看作是一種研究方法，因此持不同語言觀和學術理

念的學者均可以這種方法研究人類語言，包括功能

語言學、生成語法以及語言田野調查。另一種較為

普遍的看法將其看作是一項與功能語言學緊密相連

的語言學分支（Van Valin 2017：145）。還有一種

看法是一種區別於生成語法與功能語言學的語言理

論，儘管它在研究精神上更接近後者（Croft 2017：

39）。

吳：其實第二種理解似乎是很多語言類型學

研 究 者 的 預 設 觀 點（ 參 看 Comrie 1989 和 Croft 

2003），即語言類型學本質上是功能主義的，特

別是將語言類型學和生成語法對立起來。但亦有學

者從非功能主義，特別是從生成語法的角度對語言

類型學進行闡釋，或者利用生成語法的理論工具對

類型學的發現進行（再）分析，即形式語言類型學

（formal typology）或生成語言類型學（Generative 

typology），如 Newmeyer（2005）、Baker（2009）、

Polinsky（2010）和 Roberts（2019）。當然，在這

兩種極端觀點之間存在很多中間路線——即第三種

理解。完全有可能存在超越形式主義和功能主義的

第三條路線（Creissels 2006：§0.2.3），即不強求“語

言類型學家一定是功能主義陣營裏的人，所以一定

要反對形式主義”。我個人也認為語言類型學研究

並不應局限於功能主義或形式主義，或者說，語言

類型學研究既可以是形式主義也可以是功能主義，

更可以是其他“主義”。“這三類語言學研究範式

是並行不悖的，它們所追求的根本目標一致，只不

過工作方式不同，或許它們在不久的將來能夠互相

印證各自理論的合理性，甚至互相修正對方的某些

理論假設，使得整個語言學對語言的解釋獲得相對

的最終解釋”（金立鑫 2007：294）。

陳：我個人認為這三種理解在不同的側重點上

都是合理的，究其原因在於“類型學”這一術語本

身的靈活性。“類型學”的字典義指的是將事物分

成不同類型的系統，因此類型學研究中必不可少的

環節就是語言比較 [1]，而語言比較也構成了大家對

於類型學的直觀印象。語言比較本身並不具有任何

的理論色彩，不同的研究團體自然都可以應用這一

研究方法（即前述第一種理解），不論是古典時期

的對比描寫與傳教士語言學，還是現當代的不同語

言研究陣營。

然而，在如何進行語言比較上就產生了不同理

論框架的分野。現代類型學常以 Greenberg（1963）

【語言學對談與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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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開端，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的開創之

處首先在於系統性的全球範圍內的大規模語言比較，

而不僅僅是在研究中隨機地涉及不同地區的語言，

後者這樣的研究早在十八世紀末就已出現，比如博

澤（Nicolas Beauzée）的《普遍語法》（Grammaire 

Générale）；其二在於對於跨語言共性的追求，不同

於薩丕爾（Sapir）與葉爾姆斯列夫（Hjelmslev）等

早期學者的比較研究將重點放在了語言之間的差異

上，格林伯格意在探索人類語言的共通之處。在這

兩點之上，格林伯格式類型學研究形成了鮮明的特

色：全球範圍內的大規模語言比較以出自田野調查

的描寫語法為基本數據來源，這就決定了所比較的

“語言”是基於可觀測的言語活動得出的理想化的

語言規則系統，而不是母語人頭腦中的語言知識；

從這樣的跨語言數據中總結出跨語言共性並不僅僅

指所有人類語言必然的特徵，還包含人類語言可能

的特徵；而對於這樣的跨語言共性的解釋往往是功

能性的，比如人類一般性的認知能力或語言的交際

功能。這樣一個研究範式顯然與功能主義語言學淵

源深厚，尤其是在美國語言學界。Croft（2017）則

強調大規模語言比較是類型學區別於生成語法與功

能語言學的本質特徵，後二者可以僅僅通過研究單

體語言來探索人類語言的普遍性。

三、話題 2: 語言類型學為何是可能的？

吳：或許這個問題可以從另一個問題中找到答

案，即為什麼跨語言比較是可能的？跨語言比較是

類型學必不可少的方法——甚至可以認為是類型學

研究的基礎。語言之間可以進行比較是不言而喻的，

至今尚未發現兩種語言在任何方面都無法進行比較。

Haspelmath（2020）的論述可以為我們解惑一二：“不

同的語言是可以比較的，因為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

語言的翻譯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在許多情況下甚至

並非特別困難。因此，如果說一種語言表徵其特有

的概念世界、除非像母語使用者一樣徹底地學習否

則便無法全然理解，這難免有誇大其詞之嫌。由此，

瞭解其他文化以及成功地比較語言和文化才會成為

可能。”正是因為語言（和文化）是人類的語言（和

文化），所以跨語言比較（和跨文化比較）才有可能。

這種樸素的觀點可以用類型學的框架重新闡釋為：

人類語言的共性保證了跨語言比較的可行性。但人

類語言的共性又從何而來呢？不論是認知語言學提

出的人類普遍的認知基礎，還是生成語法一直堅持

的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UG）似乎都還是

假設。而心理（語言）學的研究和神經科學的研究

雖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是對於語言共性及其生

理層面的物質基層也還是瞭解得很有限。

陳：您的看法直切要害，該問題實質上就是在

問為什麼跨語言比較是可能的，但“語言共性保證

了跨語言比較的可能性”這個答案具有濃烈的生成

主義理論色彩。德國類型學家哈斯普馬特（Martin 

Haspelmath）針對該問題做過專題報告“語言類

型學為何是可能的？”（Why language typology is 

possible），該報告充分展現出一個事實：語言之間

是否可以進行比較與一個語言學理論所立足的語言

觀直接相關。

語言可比性在漫長的語言研究歷史中鮮有討論，

其主要原因在於人們常常理所當然地認為語言之間

是可以比較的，直到二十世紀初結構主義語言學誕

生之後，才有了不同的聲音。在結構主義的語言觀中，

任意語言的共時狀態都是獨一無二的體系，因而“應

通過符合具體語言事實的術語來理解這門語言，避

免先驗地將一些不屬於它的範疇強加到該語言之上”

（Greenberg 1974：43）。共時語言系統的唯一性指

向了一種非先驗的不可比論，這使得語言類型學在

【語言學對談與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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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結構主義學派中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比如以

布龍菲爾德（Leonard Bloomfield）為代表的美國結

構主義語言學。而在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先

天語言能力”（或普遍語法）的設想中，“所有人

類語言都是同一個系統的變體”（Cinque 2017：

96）。普遍語法包含一系列具有跨語言普適性的範

疇與語法關係，因而不同語言可以在普遍語法的基

礎上進行比較，這是一種先驗的可比論。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結構主義的語言觀在一

部分類型學工作者的研究中復興了，如 Dryer（1996，

1997）、Van Vanlin & LaPolla（1997）、Croft（2001）、

Bickel（2007）以及 Haspelmath（2007）等。這種語

言觀導致了類型學研究中不可比較的語言系統的可

比性悖論，哈斯普馬特正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可比概

念（comparative concepts）的研究方法。

四、話題 3：何為可比概念？

陳：事實上，可比概念針對的是以下問題：是

否存在一個適用於所有人類語言的描寫與比較的範

疇集合。沿襲 Haspelmath（2007）的用法，“範疇”

在這裏指結構範疇（structural categories），包括元

輔音、複合詞、詞綴、人稱代詞以及形容詞等等的

概念。

吳：範疇在跨語言比較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也存在相當大的爭議。羅仁地（Randy LaPolla）

教授曾在 2017 年 7 月上海外國語大學召開的第三屆

語言類型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進行了題為《The debate 

on comparative categories （concepts） in Typology 

and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t positions》的主

旨報告，追述了若干位類型學家在 2016-2017 兩年間

就類型學跨語言比較中範疇或概念的性質、地位和

可操作性等問題進行的激烈爭論，以及隨後發表在

期刊《語言類型學》（Linguistic Typology）第 20 期

第 2 號專刊上的論文。羅仁地在其報告的結論中指

出，爭論雙方的焦點問題之一就是在跨語言比較中

是否一定需要考慮所分析的範疇的形態句法的具體

形式。羅仁地認為必須要考慮形態句法的表現形式，

否則範疇或概念便無從談起——當然，這僅僅是羅

教授的觀點。而如果忽略在特定語言中某個結構或

範疇的形態句法表現形式，則可以提出比較抽象的、

用於跨語言比較的範疇或概念，如哈斯普馬特提出

的可比概念便可以建立在一般性形式概念（general 

formal notions）之上。其和德萊爾（Dryer）認為無

需一定要考慮相關範疇或概念具體的形態句法表現

形式。如此一來，跨語言範疇或概念只能以意義為

基礎，否則跨語言範疇或概念便失去了一切存在的

根基和判斷的標準。而羅仁地之所以強調必須要考

慮到形態句法的實現形式，也正是由於對只以意義

為基礎的跨語言範疇或概念的不信任。其實進行語

言研究意義和形式都不能忽視，但孰輕孰重、孰先

孰後則見仁見智。誠然，最為妥善的做法是兩者兼

顧。我個人傾向於堅持羅仁地的觀點，即必須要考

慮形態句法的表現形式。

陳：可比概念自提出以來一直是個十分有爭議

的研究方法，甚至在擁有相近研究理念——從語言

的功能性出發來理解語言——的研究團體內部都無

法達成共識，如《語言類型學》第 20 期第 2 號專刊。

自格林伯格以來大規模語言比較的出發點就是語義 /

認知概念（參看 Stassen 2010），究其主因在於不同

語言中用於表達可翻譯的語義內容的形式表達差異

甚巨，以至於在跨語言的研究背景下無法定義一些

傳統的結構範疇，比如形容詞。因此，結構主義的

語言觀在一些類型學家的著作中復興了，任意語言

都有專屬的範疇體系，語法關係並不具有跨語言普

遍性。這樣的範疇觀立刻產生了一個新的難題，如

【語言學對談與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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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對無法比較的語言系統展開比較研究，哈斯普馬

特由此提出了可比概念的研究方法。可比概念是類

型學家出於比較研究的目的僅僅為了跨語言比較而

設立的概念，並不是語言範疇，也不具有心理現實性。

這裏用一個更通俗的例子來說明這個研究方法，豚

鼠與雞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物種，但可以在重量這

個性質上對二者加以比較，而在比較重量時，我們

可以使用國際公制單位千克、英制單位磅或者中國

傳統重量單位斤，這些重量單位就是可比概念。最後，

可比概念之所以可以用於跨語言比較在於其具有普

遍適用性，而這種普適性在於可比概念是建立在其

他具有普適性的概念之上的，如普遍認知—語義概

念，普遍形式概念或者其他可比概念。

在進行具體的比較研究實踐時，由於個人難以

在短期內習得相當數量的語言，大規模語言比較的

主要資料來源是出自田野調查的參考語法，近年來

也有一些學者比如西蘇（Michael Cysouw）以及萊辛

娜（Natalia Levshina）以聖經翻譯、聯合國文檔以及

流行電影字幕等平行文本語料庫為資料來源，不過

後者的研究會在語言樣本上受到較大的限制。

使用參考語法往往意味著類型學工作者並不瞭

解樣本語言，只能依賴參考語法的信息，這就導致

了比較研究在一部分學者包括田野調查研究者中不

受信任。這種不信任在長期以內省法為主要工作方

法的語言研究中並不突兀，但事實上這是一個數據

問題。首先，上文中曾提及參考語法主要記錄的是

從可觀測到的言語活動中得出的語言規則系統，規

則性成分在使用上的高頻率保障了其可觀測性、可

預測性以及可描繪性，從而在根本上保證數據的可

靠性。其次，科學研究的一個關鍵原則就是可重

複性，儘管這個原則在語言研究中少有提及（參看

Berez-Kroeker et al 2018）。不良數據是任何實證研

究都無法避免的。儘管參考語法無可避免地帶有一

定程度的主觀性、任意性與模糊性，幾十年來類型

學比較研究的成果在不同的單體語言研究中的重複

引用與借鑒，本身已經驗證了可能的數據問題並不

會造成整體研究的崩盤。

吳：我也同意跨語言資料本身並不是跨語言比

較最大的問題。相比而言，選定進行比較的語言更

為重要，會在更大程度上決定跨語言資料的性質，

但只要是研究語言的數量足夠大，則類型學的特性

反而能夠突破語言系屬和區域的局限凸顯出來，進

而使得研究結果具有更特殊的意義和價值。跨語言

比較的對象無非是範疇和結構，例如在語音 / 音系層

面，範疇之間的比較可以涉及聲調，而結構的比較

可以涉及音節結構，等等。範疇和結構的比較在形

態句法層面更為常見，幾乎不可避免，特別是針對

語法範疇的比較（例如性、數、格、時態、體貌，

等等），當然也會有語法結構的比較（例如疑問句、

關係從句結構，等等）。

此外，類型學研究的目標雖然從根本上而言

並不是語言描寫（當然也不是語言比較），但的確

可以影響到語言描寫。不過也絕對不能認為，如果

沒有類型學知識就不能進行語言描寫。類型學誕生

之前的田野語言學（因為語言描寫工作，特別是陌

生語言的描寫工作主要是田野語言學的工作）已經

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無需贅言。而類型學的出現

則為語言描寫提供了更有利的支持。我比較認同

Haspelmath（2020）的觀點：“瞭解全世界語言的多

樣性對於語言描寫者也很重要，因為如果不瞭解就

可能會在不知不覺中將自己語言的類別強加到他們

所描寫的語言中去。”田野語言學家即使對於類型

學不甚關心，也會充分瞭解本身所描寫的語言所在

的語族或語群的其他語言的特點，為自己的描寫工

作“熱身”。這其實也是一種小範圍的“類型學比

較”，只不過所涉及的語言都具有親屬關係。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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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總體來看，語言描寫和語言比較還是兩個互

相獨立的研究工作。如果說進行語言描寫必須要深

入田野，那麼進行語言比較則完全可以在研究者的

辦公室中完成——前提是研究者直接（例如自身是

多語者）或間接（例如通過同行們撰寫的參考語法）

掌握了足夠多的語言的語料。特別需要說明的是，

參考語法對於語言描寫和語言比較都是不可或缺的。

再優秀的田野語言學家也不可能親自去瞭解其所研

究的語言的語族之內的所有語言，而進行理論研究

的語言比較工作則更加依賴參考語法。當然，參考

語法的品質也的確參差不齊，不過甄別同行撰寫的

參考語法也是語言學家的一項基本技能。

陳：從跨語言數據中我們可以得出語言結構的跨

語言分佈。跨語言分佈可以指 SOV>SVO>VSO>VOS>

OVS>OSV 這樣的頻譜概括，而若認同 Evans & 

Levinson（2009）中的主要觀點，即語言共性只是跨

語言概括和趨勢，那麼語言共性也可以看作是一種

跨語言分佈。跨語言分佈是語言類型學的研究重心，

特別是語言共性，但對於大規模語言比較得出的共

性事實上存在多種理解。

Greenberg（1963）指出，“語言共性本質上是

對所有說話人共用的特質或趨勢的總結性陳述”。

然而在這之後出現的類型學共性的定義中交際參與

者的角色淡化，如 Croft（2003）將跨語言共性看作

是在語言中反復出現的模式。又如 Lazard（2005）

認為跨語言共性是存在於語言結構中的恒定關係。

再如 Cristofaro（2010）將跨語言共性定義為針對特

定語言現象通過實證研究得出的跨語言分佈模式。

再如 Siemund（2011）認為跨語言共性理論上是所有

可能的語言都具有的核心而穩定的語言特質。顯然，

格林伯格之後關於共性的定義更強調語言系統本身。

一方面，跨語言分佈可以很好地展示人類語言

之間的差異與共同之處。另一方面，作為跨語言

分佈，無論是差異分佈還是語言共性，都需要進一

步解釋。跨語言分佈 / 共性有多種可能的解釋。語

言是一個複雜的多面體，具體結構特徵在世界語言

中的分佈是一系列因素相互影響的結果：如語言系

統內部的壓力、語言使用、人類的認知能力、語言

演化歷史、社會環境和文化傳承等（Comrie 1988，

Cristofaro 2006，Bickel 2007，Haspelmath 2018 等）。

但一般來說，用於解釋跨語言共性的生理和心理基

礎並不是生成語法預設的普遍語法。

吳：語言類型學家即使不否認人類語言具有先

天的生理和心理基礎，但這些生理和心理基礎並不

是人類語言共性的根本原因——或許連重要原因都

不是。而形式主義——特別是生成語法——從普遍

語法出發探索人類語言中可預期的規律和趨勢。生

成語法早期對於語言類型學發現的語言共性和特性

的解釋主要是通過表層結構（surface structure）和深

層結構（deep structure）進行的。理論工具的更新，

特別是從表層結構、深層結構升級為原則、參數，

不僅擴展了生成語法的語言類型學視野，而且還提

升了對於具體現象的解釋能力。但問題也隨之而來，

由於對原則無法進行理論層面的限制、對參數無法

進行實證性的嚴格證明，生成語法的管約論模型逐

漸為最簡方案的模型所替代，對於語言共性和特性

的解釋也從確定參數調整為功能語類的特徵組成和

核查。對喬姆斯基而言，普遍語法並不是屬於某種

語言的具體的語法，而是存在於人腦中的、與生俱

來的、使得語言習得成為可能的生理心理基礎，因

而對於任何一個人類個體，只要是生理和心理健全，

那麼就必然會具備這一生理心理基礎，即普遍語法。

Baker（2009）認為很多語言類型學家過於停留在表

面化的語言共性，而對於所涉及的結構並沒有很好

的瞭解，以至於忽略了某些重要的因素從而導致所

得到的語言類型學分析並不可靠。而生成語法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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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過於相信抽象的普遍語法，甚至以其抽象性為藉

口而回避對其的證明——充其量只是援引幾種學界

經常引用的語言（特別是印歐語系語言）作為證據，

但是這並不具有語言類型學上的價值。

陳：“表面化”這個描述對於格林伯格式類型

學工作者來說是一個偽概念，因為這個描述本身預

設了格林伯格式類型學者並不認同的一個假設，即

語言有深層和表層之分。此外，在前述“影響跨語

言分佈 / 共性的諸多因素”中，一方面，“語言系統

內部的壓力、人類的認知能力”也或多或少與“人

類的心理機制”相關，比如 Croft（2003）就使用認

知機制“固化”（entrenchment）來解釋跨語言分佈；

另一方面，“語言使用、語言演化歷史、社會環境

和文化傳承”等語言系統的外部因素都被“生成語

言類型學”忽略，而這些因素在現有大量研究中被

反復提及。

五、話題 4：語言類型學有哪些主要的

研究方法？

陳：語言類型學的方法論特點可以總結為大規

模語言比較，具體可分為探索型比較和引導型比較，

前者為自下而上的資料驅動的語言比較，後者為自

上而下的假說驅動的語言比較，前者較後者更為常

見。大規模語言比較的實踐活動總的來說可以分為

四個環節：語言抽樣，跨語言數據獲取和定類 / 賦值，

跨語言分佈總結——有時可以在該環節得出跨語言

共性，最後是對跨語言分佈進行解釋。每一個環節

都有相對應的工作原則與工作方法，受篇幅所限此

處不作贅述。

吳：或者說，前者是“語料驅動”的研究方法，

後者是“問題驅動”的研究方法。“語料驅動”的

研究方法要求已有明確的所要研究的語言採樣範圍、

然後確定研究的結構、隨後根據該結構對語言進行

分類、最後提出模型進行解釋。而“問題驅動”的

研究方法則需要先確定問題、再選定語言、最後提

出模型進行解釋，陸丙甫、金立鑫（2015：§1.3）對

此進行了較詳細的論述。問題驅動的研究方法中還

有一種可能性就是“窮盡式”的類型學研究，與一

般意義上的“問題驅動”的類型學研究不同，“窮

盡式”的類型學研究沒有語料採樣的問題，或者說，

“窮盡式”的類型學研究的語料是事先就確定了的、

是給定的，無需再進行人為的篩選和圈定。很顯然，

這一研究方法並不適用於大部分“問題驅動”的類

型學研究，因為無論是從人力物力還是從語料的可

及性而言，若要對上千種語言進行研究毫無疑問是

不現實的，但“窮盡式”的類型學研究對於那些只

存在於少數語言中的結構而言不僅是完全可能的，

而且與一般的以採樣為基礎的類型學研究相比還具

有更大的優勢。

六、話題 5：語言類型學研究的現狀和

發展趨勢是什麼？

吳：或許很難為類型學研究的現狀和發展趨勢

進行一個合理的概括。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不

同地區和國家的類型學研究或多或少有各自的傳統，

這也造成了對於類型學的不同理解，以及關注的問

題的不同。所以固然迪克森（Dixon）的《語言學基

元理論》（Basic Linguistic Theory）在國內和其他某

些國家的影響力不容忽視，但是在歐洲——特別是

法國和德國則相對有限。而同樣是歐洲國家，法國

的類型學研究就不太關注本土的地域變體，而義大

利則有很多的方言類型學研究（Maiden & Parry 1997

（編）、Marcato 2002）——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兩

國語言政策的差異所致，而語言政策又與兩國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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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和歷史密不可分。儘管如此，我個人覺得，

當今國際上類型學研究——或許也是今後類型學研

究最明顯的趨勢就是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的不斷擴展。

在深度上，類型學家們不再滿足格林伯格採用

的大規模比較法（mass comparison）這種稍顯粗糙

的做法，而是將比較進行更加細粒化的處理，以發

掘大規模比較法可能會忽視的某些方面。而在廣度

上，類型學研究不僅將更多的語言——也包括所謂

的方言——和結構納入研究，而且也不斷與其他的

理論交流——如前面提及的與形式主義的結合，同

時更多地利用新的研究工具——主要包括語料庫等

現代技術，並結合以數學分析工具。如果看一下類

型學的頂級期刊《語言類型學》近二十年發表的論文，

我們會發現，越來越多的“小眾”語言出現在類型

學的研究中（如 Ainu 語、Kambaata 語、Mungbam

語、Wolaytta 語、Papapana 語、Siyuewu Khroskyabs

語、Murrinhpatha 語、Sanzhi Dargwa 語等，篇幅有

限，恕不列出相關研究。有關漢藏語言的研究亦不

少），所涉及的結構涵蓋了語音 / 音系（如 Bybee & 

Easterday（2019）、Joo（2020）、Erben Johansson 

et al（2020））、語法（參見各期）、語義 / 詞彙（2022

第二期）、語用（如 Palmer et al（2017））、副語

言（如 Oomen & Pfau（2017））等各個方面。需要

說明的是，雖然 Greenberg（1963）的語序類型學研

究通常被認為是開創了現代語言類型學研究之先河，

但現代類型學的研究從一開始就絕對不僅僅限於語

序研究。收錄了 Greenberg（1963）的論文集中尚有

其他研究涉及了語音 / 音系、形態、語義、人類語言

學和心理語言學等多個方面。

在利用高新科技技術和手段方面，語料庫的建

立和開發利用遠遠超過了傳統意義上的類型學家的

想像。例如一種方法是根據某些標準對語言進行聚

類，並在每個聚類中傳播多數值，而且還可以根據

語言類型學特徵（如 Teh et al 2007）或基於語言屬

類（Coke et al 2016）創建層次聚類。亦有研究基於

Greenberg（1963）提出的語言類型學蘊含共性，在

現有語料庫的基礎上建立概率模型。以上的研究都

帶有較強烈的技術性特點，或許不能夠稱作傳統意

義上的語言類型學研究，而這恰恰是我們所討論的

語言類型學的新發展。隨著現代技術的發展，信息

化成為了科學研究形式化必不可少的工具和手段，

語言類型學當然也不能例外。然而，由於歷史的（例

如語言類型學的功能主義取向）和目前的（例如大

部分語言類型學家都是田野語言學出身，而不是信

息科學或計算機科學）的諸多原因，語言類型學如

何進一步與信息化工具和手段結合，特別是在目前

語料庫技術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和超越，將是語言

類型學今後面臨的重要問題，而這個問題的解決，

或許還需要更多的時間。

陳：我很認同您關於類型學研究全面開花的看

法，從您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以語言比較為基本

特徵的語言類型學是一個包容性非常強的工作框架。

格林伯格式類型學的上一個高峰應該是由馬克斯 • 普

朗克演化人類學研究所發佈的開放型跨語言資料庫

（cross-linguistic database）即“世界語言結構地圖集”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Dryer & 

Haspelmath 2013），在其之後湧現出許多大大小小

的跨語言資料庫。儘管漢語學界常將這種資料庫稱

作語料庫（corpus），但是二者有本質上的不同。前

者是經過抽象加工以比較變數為中心的跨語言資料

庫，後者是未經深度加工富含大量自然語料的集合。

不同類型的資料庫均可以對類型學研究有所貢獻。

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我們可以進一步解

讀為語言是人類心智的重要組成部分，或一種信息

傳遞系統，因此近年來類型學也與人類心智研究及

廣義通信系統即信息理論研究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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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上文兩位參與者的討論並不能代表相關學者在

社交平臺上的學術群討論的全貌，篇幅有限，所涉

及的問題僅僅是掛一漏萬；某些問題也只是淺嘗輒

止，很多問題更是沒有涉及；而且其中的某些觀點

不乏值得爭議之處。這次對談或許也是一次拋磚引

玉的嘗試，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學者參與、從事語

言類型學的研究，讓語言類型學的研究能夠更上一

層樓。

註     釋：

                        

[1] 為了與同樣以語言比較為基本特徵的歷史比

較語言學（comparative linguistics）加以區別，有學

者指出可用“語言對比＂來稱呼類型學研究裏的比

較。本文保留“語言比較＂這一術語，理由有二，

首先，“比較＂（comparison）是一種一般性的說

法，比如在英文文獻裏既用於歷史比較研究，也用

於類型學研究；反观“對比＂（contrast），該術語

已為另一個語言學分支“對比語言學（contrastive 
linguistics）＂专用，用來指為了解決教學或翻譯問

題而對比兩種語言的異同。其二，本文討論並不涉

及歷史比較語言學，因此使用該術語並不會造成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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